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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化的城市群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潘 伟，韩伯棠

(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100081)

摘要: 进入信息化时代，城市群经济增长与信息技术因素、城市集聚效应、劳动力资本投入、研发资本支出等因

素密切相关，构建了基于信息化的城市群经济增长实证模型，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进行了实证检

验，得出信息化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城市群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特别是京津冀城市群电子信息产业

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减弱。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由于战略定位和产业基础不同，在未来城市群发展中需要

扮演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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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

群迅速崛起，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

代表的三大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在信息化背景下，中国不同区域信息化水平发展

不均衡，并且随着数字鸿沟的扩大，可能加剧中国

区域经济的分化。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显著性，

国外研究主要侧重于将信息技术因素从传统的技

术进步因素中分离出来，并且把信息技术因素与

传统的资本、劳动力一起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

素来处理。Haye 和 Erickson［1］鲜明提出将信息化

视作生产要素。Ｒomer［2］在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

生产函数中，将技术要素作为和资本、劳动力同等

重要的增长要素处理，构建了一种新经济增长模

型。Bekkerman 和 Gilpin［3］以美国为例进行了研

究，认为互联网接入增加了信息的价值和信息需

求，建议大都市区应该增加互联网可接入性，以产

生信息 溢 出 效 应，进 而 创 造 更 大 的 经 济 影 响。
Battarra 等［4］指出在复杂政策和战略中，信息技术

的关键性整合可以对城市整体的发展有着积极影

响。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信息化发展的

重视程 度 和 学 术 研 究 日 益 加 强。张 楚 婕 与 房

伟［5］选取中国信息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实证检

验了信息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以及三次产业的影

响。孙琳琳等［6］从 ICT 资本深化、ICT 生产行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以及 ICT 使用行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改进三个方面分析了信息化对中国经济增

长的贡献。甘莜青［7］通过对中部六省区实证研

究，得出了信息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

系的结论。闫超栋等［8］利用我国省域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我国信息化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

间溢出效应。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信息化发

展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是由于

城市群经济增长涉及到的因素较多，特别是结合

城市群知识溢出效应，对信息化背景下城市群经

济增长的影响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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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 1 模型假设

学术界关于区域经济体内生技术影响的计量

研究，主要依据科和赫尔普曼 ( Coe，Helpman) ［9］

提出的内生技术进步创新驱动模型框架。
Yit = AitLα

itKβ
it e

ut ，i = 1，2，…n ( 1)

其中，Yit 为 t 年度 i 经济区域总产出，Kβ
it ，Lα

it

分别为 t 年度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 eut 为随机

误差项; α、β 为要素投入产出弹性; Ait 为非物质

资本投 入 要 素 的 影 响，即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依据全要素生产率的

定义，学术界多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征区域经济

中科技进步贡献，即:

Ait = Yit /Lα
itKβ

it = TFPit ，i = 1，2，…n ( 2)

城市群经济增长与信息技术因素、城市集聚

效应、劳动力资本投入、研发资本支出等因素密切

相关。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将信息技术

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构建信息化背景下城市群空

间经济增长概念模型如下:

f = ( K，L，I，A) ( 3)

考虑到信息化的影响，信息技术不仅影响到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本身，还对传统的生产方式、消
费方式、城市集聚与扩散等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为

全面考虑信息技术对资本、劳动力和城市化的影

响，我们对上述模型进行改进，引入信息技术因素

Iit ，得出了信息化背景下城市群空间经济增长实

证模型变为:

Yit = AitLα+αγγ
it Kβ+βγγ

it Iγ，，i = 1，2，. . . n ( 4)

其中，α
γ

，β
γ 为相应的影响弹性，且在特定

时期为恒定正值。通过上述公式可以的看到，信

息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随着信息

化水平的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将加快。这里，对式

( 4) 取自然对数，可以得出:

lnYit = lnAit + ( α + α
γ

r) lnLit + ( β + β
γ

r) lnKit

+ rlnI ( 5)

知识溢出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特征，知识溢出

效应内含于技术创新过程中，通过知识资本转化

为物资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城市群知识溢出是指

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通过人员交流和产业合

作等形式而产生无意识的、非自愿的知识外漏。
由于城市群知识溢出渠道涵盖了投资、贸易、研发

合作等各种方式，这里我们选择了研发资本投入

来替代固定资产投资因素，来表明知识溢出效应

的情况。
目前，城市集聚发展仍然是提升区域竞争力

的重要战略。对于城市群来说，城市化的过程就

是资源要素集聚的过程，经济增长动力由城市化

初期的产业资源配置效应，转变为城市化中后期

的技术进步、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效应。威廉姆

森假说认为，空间集聚在经济发展初期能显著促

进效率提升，但达到某一门槛值后，空间集聚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变小。考虑到集聚的内生性，布鲁

哈特和马修斯 ( Brulhart and Mathys) 对欧洲的就

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效率进行了检验，结果表

明，人口密度对地区收入增长具有正效应［10］。国

内外学者对城市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

了较多的研究，得出集聚效应对城市经济增长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引入城市集聚水

平因素，得出了新的实证模型为:

lnYit = lnAit + ( α + α
γ

r) lnLit + ( β + β
γ

r) lnKit

+ ( δ + δ
γ

r) lnUit + rlnI ( 6)

2. 2 变量测算

为了有效验证三大城市群中不同城市群知识

溢出、信息化发展水平、城市化进展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这里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为研

究对象，选取 2005 － 2015 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

析信息产业发展、知识溢出、城市化以及劳动力资

本投入等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这三

大城市群的实证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数据来源为

2005 － 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各变量的测算考虑到数据来源的可得性，对

相关变量进行了替代，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 1) 经济区域总产出 Yit 。近年来，我国各省

市经济发展呈现日益不均衡状态，考虑到数据的

可比性，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5 － 2015 年统

计公报，这里用人均 GDP 来表示城市群经济总产

出。
( 2) 劳动力资本投入 Lit 。对于劳动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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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算有很多种方式，大多数采用资本存量除以

就业人口来测算单位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这种方

法虽然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忽视了劳动力创造

力和教育素质的因素。这里选用受教育程度来表

示城市群的劳动力资本投入［11］。通过相关统计

公报，可以得出我国东部地区各省市平均受教育

年限情况，进而替代表示劳动力资本投入。

表 1 2005 －2015 年我国三大城市群平均受教育年限

Table 1 Average years of education for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5

省市 北京 天津 河北 江苏 上海 浙江 广东

2005 9. 982 8. 711 7. 464 7. 302 9. 267 7. 144 7. 580

2006 9. 983 8. 975 7. 682 6. 570 9. 296 7. 452 8. 035

2007 10. 260 8. 860 7. 746 7. 713 9. 441 7. 338 7. 089

2008 10. 259 9. 150 8. 033 7. 589 9. 595 7. 676 7. 397

2009 10. 346 9. 247 8. 378 7. 690 10. 126 7. 760 7. 353

2010 10. 559 9. 645 8. 380 7. 808 10. 113 7. 951 7. 476

2011 10. 686 9. 513 8. 169 8. 134 10. 026 7. 614 7. 746

2012 10. 951 9. 729 8. 130 8. 253 10. 438 8. 060 8. 438

2013 11. 085 9. 808 8. 167 8. 433 10. 455 8. 106 8. 680

2014 10. 970 9. 878 8. 358 8. 443 10. 545 8. 238 8. 773

2015 11. 021 9. 972 8. 365 8. 563 10. 768 8. 123 8. 885

( 3) 研发资本投入 Kit 。对于研发资本投入

的测算，我们这里仍然使用研发存量进行了替换，

计算方法为永续盘存法，以 2005 年为基期，计算

到 2015 年 三 大 城 市 群 中 主 要 城 市 的 研 发 存

量［12］。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用各地区规模以上

企业 Ｒ＆D 经费投入来计算资本存量。计算公式

如下:

DＲDit = ( 1 － δ) DＲDit－1 + ＲDit，i = 1，2，…7
( 7)

其中，DＲDit表示第 i 城市 t 年的研发存量，

ＲDit表示第 i 城市 t 年的研发支出，δ 为折旧率。
初期的研发存量计算公式为:

DＲDi0 =
ＲDi0

g + δ
，i = 1，2，…7 ( 8)

( 4) 城市化水平 Uit 。城市化一直被看作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前面章节中，

我们已经分析了城市集聚发展与对称均衡发展对

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根据我国对城市化的定

义，城市化的主要表现 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

移，推动了城市规模扩张和不断完善。国外学者

诺瑟姆总结了各国城市化发展曲线类似于“S”型

增长曲线，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城市化发

展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市化水平小

于 30%，此时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称为发生期。
第二阶段城市化水平处于 30% － 70% 之间时，城

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称为发展期。第三阶段城市

化水平达到 70%，称为成熟期。根据国内外通用

做法，一般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城市

化水平［13］。截至 2015 年，我国有 13 个省份的城

镇化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57. 35%，有 10 个省

份超过了 60%，主要位于沿海地区，其中，上海以

87. 6%的城镇化率位居榜首，北京、天津排在第二

位和第三位，分别为 86. 5% 和 82. 93%。这三个

直辖市已经建成了现代化的城市体系，在资源和

人口集聚方面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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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5 －2015 年我国三大城市群城镇化率( 单位%)

Table 2 Urbanization rates for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5( %)

省市 北京 天津 河北 江苏 上海 浙江 广东

2005 83. 6 75. 1 37. 7 50. 5 84. 5 56 60. 6

2006 84. 3 75. 7 38. 7 51. 9 85. 8 56. 5 63

2007 84. 4 76. 3 40. 2 53. 2 86. 8 57. 2 63. 1

2008 84. 9 77. 2 41. 9 54. 3 87. 5 57. 6 63. 3

2009 85 78 43. 7 55. 6 88. 25 57. 9 63. 4

2010 85. 9 79. 6 44. 5 60. 5 89. 76 61. 6 66. 2

2011 86. 1 80. 4 45. 6 61. 9 89. 2 62. 3 66. 5

2012 86. 2 81. 5 46. 8 63 88. 7 63. 2 67. 3

2013 86. 2 81. 9 48. 1 64. 1 89 64 67. 5

2014 86. 3 82. 2 49. 3 65. 2 88. 02 64. 8 67. 9

2015 86. 5 82. 4 51. 3 66. 5 87. 6 65. 8 68. 7

( 5) 信息技术因素 Iit 。考虑到信息化指数的

测算方法对主要城市来说短期变动不大，为了更

好的反映城市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信息技

术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渗透情况，可以选择三大

城市群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来反映信息技术因

素变量。这里为使得计量数据更加科学，使用各

城市群的电子信息产业熵值来进行实证。
由于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学者

们对经济集聚测度的研究中各有侧重，并采用了

不同的评价方法和测度指标，如区位熵( Location
Quotient，LQ) 、要素集中率 ( Concentration Ｒatio，

CＲ) 、区位基尼系数 ( Gini Coeffieient，GC) 、赫芬

达尔指数( Herfindahl Index，HHI) 、企业地理集中

指数( Index of Industry Concentration，IIC) 以及近

年来发展起来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 Local Indi-
ces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 和莫朗指数 ( Moral
I) 等。区位熵和产业集聚指标计算简单，并且能

够较好地反映产业在区域集中的状况。但它们的

局限性就是没有同时考虑到产业中区域规模分布

和集中度两个方面，无法反映具体的产业组织状

况及区域差异。区位基尼系数主要对产业地理分

布进行描述，是衡量产业地理集中的常用指标。
HHI 指数以及企业集聚指数考虑到了区域规模分

布和集中率两个方面，是对 CＲn 指标的一种改

进，可以比 CＲn 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计算工作

量较大，数据可靠性要求较高。为反映目前我国

三大城市群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状况，我们采用

了区位熵的方法对电子信息产业的集聚情况进行

了分析［14］。计算公式如下:

Qi =
Ni

∑
n

i = 1
Ni

/
Ai

∑
n

i = 1
Ai

( 9)

其中，Qi 表示某城市信息产业的区位熵，Ni

表示某城市信息产业相关指标，Ai 表示全国信息

产业相关指标，相关指标通常选取产值、就业人数

等，n 为信息产业部门数量。Q 值越高，该地区的

信息产业具有越高的专业化水平，集聚程度就越

高。
这里，选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以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分别计算出

2005 － 2015 年三大城市群以软件服务业及电子

信息制造业两大类信息产业区位熵。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区位熵 Q1 采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从业人员数以及城市、全国从业人员总数进行

计算，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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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5 －2015 年三大城市群主要省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区位熵 Q1

Figure 1 Location Entropy of the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for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5

可以得出，三大城市群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

发展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北京市、上海市、广
东省的区位熵值最大，北京市一家独大，平均达到了

5. 04，总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的软件和服务业发展

存在较大差异，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区位熵值

比河北省的 10 倍还大，而长三角中上海市、江苏省

和浙江省的发展差别不是特别大，发展相对均衡。
这因为虽然软件和服务业的发展一般聚集于大城

市，但是江苏、浙江等省市近年来依托良好的产业生

态，推动软件和服务业发展态势不断加大。

图 2 2005 －2015 年三大城市群电子信息制造业区位熵 Q2

Figure 2 Location entropy in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or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5

信息制造业区位熵 Q2 采用电子制造业总产

值、城市以及全国生产总值测算。从图 2 可以得

出，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制造业布局的调整，传

统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基地，如北京、广东、天津的

区位熵值呈现下降趋势。广东省继续保持我国电

子信息制造第一大省的地位，电子信息制造区位

熵平均值为 2. 42，远大于其他地区。河北、浙江

等省开始承接大量电子信息制造业，区位熵明显

提升。将图 1 和图 2 数据相加，可得三大城市群

电子信息产业区位熵值见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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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5 －2015 年三大城市群电子信息产业区位熵值

Figure 3 Location entropy of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for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5

2. 3 变量检验

为了减少伪回归的关系的影响，对这五个方面

的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分别用 LLC 检验、IPS
检验和 CH 检验对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
通过检验可以发现，各变量的一阶分差均通过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序

列基本上均有同阶的单位根，允许我们进一步进行

协整检验。由于选取的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

关关系，为提高检验的可信度，需要进行变量序列

之间的协整检验。这里，借鉴国内外学者的通用做

法，应用 Eviews 软件进行多种协整检。

表 3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Table 3 Co － integration tests of the panel data

Pedroni 检验 Panel PP Panel ADF

－ 14. 23451( 0. 0000) － 8. 4672( 0. 0000)

Group PP Group ADF

－ 15. 6288( 0. 00000) － 13. 27564( 0. 0000)

Kao 检验 － 8. 841088( 0. 0000)

注: 括号内为 P 值，表示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协整

关系的原假设。

通过 Panel ADF、Group ADF 及其他检验均在

1%水平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变量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3 实证检验分析

3. 1 城市群实证检验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主要聚

集在东部三大城市群。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全

面性，为了计算的便利，我们选取北京、天津、河北

数据的平均值来测算京津冀城市群相关变量，选

取上海、江苏、浙江的数据平均值来测算长三角城

市群相关变量，选取广东省数据来测算珠三角城

市群相关变量［15］。通过实证检验，我们得出了主

要变量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中国三大城市群实证检验结果

Table 4 Empirical test results of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

tions in China

变量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Ait
－ 5. 5277*

( － 2. 7014)

－ 5. 666170*

( － 2. 729)

－ 4. 7665

( － 0. 2053)

Ln Lit
0. 18244

( 0. 4009)

0. 1229＊＊

( 2. 2268)

0. 0554*

( － 1. 7799)

Ln Kit
0. 3627

( 1. 3975)

0. 4588

( 0. 5765)

0. 2452

( － 0. 1275)

Ln Uit
0. 0359*

( 3. 4066)

0. 3455*

( 5. 465)

0. 1636

( 0. 08918)

Ln Iit
0. 1458

( 2. 276)

0. 3248

( 1. 755)

0. 5263

( 0. 6769)

Ait 0. 9542 0. 9564 0. 9664
Adjust － Ait 0. 9453 0. 9450 0. 95746

F 106. 81 84. 189 107. 91

D － W 0. 9742 1. 524 1. 036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通过 10%、5%、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 劳动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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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投入、研发资本投入、信息化水平、城市化水平

与三大城市群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特别是

研发资本投入、信息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

面比较凸显。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我国城市化水

平的不断提升，劳动力资本集聚已经达到了较高

的水平，城市发展更多的依靠技术创新，而信息技

术的推广应用进一步加速了科技创新的步伐。一

是信息化背景下三大城市群都存在着较强的知识

溢出效应，但是长三角城市群知识溢出效应最高，

其次为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二是三大城市群

城市化水平的不同，造成了城市集聚水平与经济

增长关系的差异。目前，长三角地区城市化与经

济增长相关系数达到了 0. 3455，说明长三角城市

均衡发展在信息化背景下进一步巩固。珠三角地

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为 0. 1636，与长三

角城市群仍有一定的差距，这固然与采用广东省

整体数据来测算有关，但是也反映出珠三角城市

群在城市集聚能力方面与长三角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而在信息化背景下，北京、天津的城市化水平

较高，河北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因而拉低了整个城

市群的集聚能力。三是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对经济

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信息技术因素确

实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比分析来看，

珠三角地区的相关系数达到 0. 5263，大于长三角

和京津冀城市群，比同等条件下劳动力资本投入

的相关系数 0. 0554 高出很多，这说明，广东作为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第一大省，在电子信息技术推

广应用和融合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相比较而

言，京津冀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

长的关系还不够密切。在前面区位熵的测算中可

以发现，虽然北京市、天津市是传统电子信息产业

聚集地区，但是近几年随着传统电子制造业的产

业转移，比如京东方向西部地区大力投资建设，导

致了京津冀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

能力明显减弱。而软件服务业以及互联网服务面

向全国，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限。相对

而言，长三角地区，无论是电子信息制造业还是软

件与信息服务都发展比较均衡，特别是近年来杭

州市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带动了周边新业态新

模式的兴起，因此可以得出，信息化发展的不均衡

导致城市群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15］。

3. 2 核心城市实证检验分析

为进一步反映核心城市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

作用，我们分别选取了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中

国目前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进行对比研究。通过

收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相关统计公报的相关数

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我们按照实

证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以下结果见表 5。

表 5 核心城市实证检验结果

Table 5 Empirical test results of core cities in three urban ag-

glomerations in China

变量 北京 上海 深圳

Ait
－ 3. 5277*

( － 2. 2014)

－ 2. 66170*

( － 1. 729)

－ 5. 4675

( － 0. 3053)

Ln Lit
1. 48244

( 0. 2009)

1. 2629＊＊

( 0. 1267)

0. 4254*

( － 0. 7799)

Ln Kit
0. 7862

( 0. 3975)

0. 1242

( 0. 5765)

0. 5452

( － 0. 1275)

Ln Uit
0. 4492*

( 3. 406)

0. 3355*

( 4. 365)

0. 6544

( 0. 8718)

Ln Iit
0. 52

( 2. 276)

0. 32

( 1. 755)

0. 39

( 0. 6769)

Ｒ2 0. 9742 0. 9321 0. 9433

Adjust － Ｒ2 0. 8765 0. 9213 0. 9643

F 89. 81 85. 142 102. 87

D － W 1. 268 1. 165 1． 087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通过 10%、5%、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经过对上述实证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三大

核心城市的劳动力资本投入、研发资本投入、城市

化水平、信息化水平都与城市的经济增长有密切

关系，但是由于各个城市特点的不同，各影响因素

产生的效果不同［16］。从劳动力资本投入看，北京

市的劳动力资本投入相关系数最高，说明北京市

人员素质普遍较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
而深圳市劳动力资本投入相关系数较低，说明深

圳市作为我国新兴开放城市，虽然经济和创新能

力发展迅速，但是缺乏高质量的大学，导致人员整

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从研发资本存量看，上

海市企业研发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为密

切，说明上海市知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推动

作用相对而言比较明显，而北京市和深圳市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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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相关性，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知识溢出效

应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从城市集聚效应因素看，

深圳城市化水平最高，接近 100%，与经济增长的

相关性最强，这固然与深圳面积有限有关，但是也

正是经过近十年来深圳市城市功能的集聚效应，

产生了强大的创新能力，推动深圳市经济迅速攀

升。而北京、上海的城市集聚水平相对次之，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从信息化发展水

平看，三个城市信息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都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北京市依托中关村创新中

心，继续占据全国信息技术创新高地的位置，随着

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北京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17］。深圳的信

息技术拉动效应也非常明显，相关系数已经超越

了上海，说明近年来，随着华为、中兴等信息通信

企业的大量集聚，深圳市正在成为全国新的信息

技术创新中心，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

将更为明显，后发潜力十分巨大。而上海作为中

国第一大经济城市，近年来产业向外加速转移，信

息技术产业体系与周边苏州、杭州形成了良好的

分工联系，集聚效应不太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作用不如北京、深圳那么明显［18］。

4 主要研究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对三大城市群而言，

核心城市由于目前的战略定位和产业基础不同，

在未来的城市群发展中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特

别需要补齐发展的短板才能更好的发挥引领带动

作用［19 － 21］。北京市尽管是我国重要信息技术创

新和人才集聚地，但是着眼于京津冀城市群协同

发展，需要尽快解决“灯下黑”的问题，建议发挥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带动作用，构建京津冀一

体化经济体系，加快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建立均衡发展和充分发展的城市

群。上海市依托长三角城市群，知识溢出效应较

高，产业分工布局最好，对城市群的发展起到了明

显的促进作用，建议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不断加强

对长江经济带沿线的辐射和带动，加强长三角主

要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培育壮大互联网经济，推

动形成层次多元、分工合理的现代化城市群。珠

三角城市群内部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特别

是深圳市受限于土地面积，亟需拓展发展的空间，

建议打破主要城市之间仍然存在的行政边界，进

一步创新联动发展机制，以大湾区建设为契机，加

强深港澳在更高起点、更高合作平台上进行更紧

密合作，发展更均衡、更开放、更新锐的湾区经济，

不断拓展珠三角城市群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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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economic growth of urban agglomeration on informatization

Pan Wei，Han Botang
(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Entering the information age，the economic growth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or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urban agglomeration，labor capital investment and Ｒ＆D capital expenditure． This paper，by establishing an empirical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of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informatization and analyzing the economic growth of urban agglomera-
tions in Beijing － Tianjin －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concludes that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led to the differences in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eco-
nomic growth among urban agglomerations，and that the ability of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Beijing － Tianjin －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has obviously weakened． Due to their different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industri-
al base，Beijing，Shanghai and Shenzhen need to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informatization; urban agglomeration; knowledge spillovers; economic growth


